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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激励创新？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

李文健　翁　翕　龚六堂＊

　本文分析了在研发结果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政府如何最优地采用研发补贴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来激励创新并
减少政府失灵问题。当企业类型可以被观测时，补贴通常不必要，
且最优税率随企业研发成功率的提高而提高。引入不对称信息后，
我们发现激励相容的最优税率将随企业研发成功率的提高而降低。
我们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不同因素对最优政策的影响，表明信息不
对称降低了政府和所有企业的期望收益。

　激励创新，委托－－代理理论，政府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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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一）背景

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 （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１９９３；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３），提高创新能力是我国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１企业家在决策时通常不会考虑由信
息外溢等外部性带来的社会效益。为克服由信息外溢等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
灵，各国都出台了创新激励相关的政策 （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４；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１１；李晓华和吕铁，２０１０；林毅夫，２０１２）。就我国
而言，一些学者也发现了实际研发投资规模小于最优研发投资规模的情况
（严成樑等，２０１０）。这为政府实施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现实中，我国政府通过所得税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等方式为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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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根据 《２０１９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２０１９年全
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Ｄ）经费２２　１４３．６亿元，稳居世界第二。

Ｒ＆Ｄ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２．２３％，比上年提高０．０９个百分点，
超过欧盟２７国平均２．１０％的水平。企业和政府 Ｒ＆Ｄ 经费支出分别为

１６　９２１．８亿元和３　０８０．８亿元，占总经费的７６．４％和１３．９％。财政科技拨款
达到１０　７１７．４亿元，占国家公共财政支出的４．５％。除此之外，我国还有大
量针对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据黄萃等 （２０１１）的统计，１９８７—２００８年间，
我国曾出台的涉及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共计８４项。２００８年以后优惠
政策还在增加或推广。

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政府失灵现象。例如，对产
业集聚的研究发现集聚的主要原因往往是为了获取 “政策租”（郑江淮等，

２００８）。又如光伏、风电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扶持中存在普遍的 “骗补”行
为。更近的，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１日，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宋秋玲在中国电动
汽车百人会夏季论坛开幕式上表示 “长期补贴容易使企业患上政策依赖症，
缺乏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的动力和压力”，使动力电池产业陷入 “量多质不
优”的困局。本文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如何设计创新激励政策以尽可能避免
政府失灵带来的损失？

（二）理论框架

本文认为上述政府失灵现象通常是有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创新
型项目天然具有不确定性，不管项目好坏，都有失败的可能。因此，只要政
府在研发阶段给予优惠，便不得不承担 “试错成本”。例如，光伏、风电与新
能源汽车等产业的研发本身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即使是好企业也可能出现
失败的情况，因此容易出现政府产业政策的失灵。由于这一失灵发生与否只
有事后 （研发结束后）才能确定，因此我们将之称为 “事后的政府失灵”。另
一方面，政府在为企业提供优惠时还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往往将大
量优惠政策给予了研发成功概率较低的 “坏企业”而非研发成功概率较高的
“好企业”。例如前面讲的动力电池产业 “量多质不优”“缺乏技术研发和产品
升级”的问题，就是由于补贴较多导致大量的 “坏企业”也能够在市场中生
存，而这些 “坏企业”研发成功的概率较低所导致的。这一失灵是因为政府
在事前 （提供优惠政策之前）没能识别企业的类型，因此我们将之称为 “事
前的政府失灵”。事后和事前的政府失灵分别对应了政府在制定创新激励政策时
所面临的研发结果不确定性导致的信息不完全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和政企
之间关于研发效率的信息不对称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这两类问题。２

２　Ｉｎｎｅｓ（１９９３）区分了风险投资中的事前与事后信息不对称，其逻辑与本文有关事后与事前政府失灵
的划分一致。事前和事后的区分也是近年来王勇 （２０１６）和田国强 （２０１６）在 “有为政府”还是 “有
限政府”争论中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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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同时涵盖事前和事后的政府失灵。在建模上，
我们用经典的指数学习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ｂａｎｄｉｔ）来模型化企业的动态创新过程，

从而刻画事后政府失灵问题。３在该模型下，政府需要根据企业研发成功的先
验概率，研发需要耗费的成本，成功后企业的利润与创新的社会效益，以及
双方的时间偏好等因素制定最优的创新激励政策。同时，信息不对称导致研
发成功的先验概率是企业的私有信息，因此还存在事前的政府失灵问题。

在上述框架下，本文考虑如何设计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 （简称税率优惠）
和研发投入补贴政策以尽可能降低事后和事前的政府失灵带来的损失。上述
两种激励创新政策是我国广泛采用的政策，分别对应了 “事后优惠”和 “事
前优惠”政策。所得税税率优惠是一种事后优惠，企业只有在研发成功后才
能享受；而研发补贴是企业在研发阶段就能享受的优惠。４本文在对称信息和
不对称信息两种情境下分析了政府的最优创新激励政策。在对称信息下，政
府完全知道创新型企业的研发效率，因此只存在事后政府失灵。在不对称信
息下，由于政府不清楚企业成功的概率，采用单一的补贴或税收优惠可能不
是最优的。结合机制设计理论，我们提出政府应提供不同的补贴和税率组合
供企业选择：通过让不同类型企业选择对其自身而言最优的补贴与税率组合，
来揭示企业的类型，减少事前政府失灵带来的损失。

有趣的是，不对称信息与对称信息下的最优政策是迥异的。在对称信息
下，补贴通常是不必要的，而且最优税率随项目研发成功率的提高而提高。５

在不对称信息下，引入补贴有助于甄别企业类型。相比于研发成功率低的
“坏企业”，研发成功率高的 “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高税收优惠、低研发补
贴的政策组合，因而最优税率随企业研发成功率的提高而降低。除上述性质
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发现。比如政府并不总需要实施差异化的激励政策。
当由甄别带来的收益不足以弥补信息成本时，政府的最优策略是提供唯一的
政策组合。此时补贴为０，政府只需要提供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另外，在数
值模拟部分我们全面地研究了最优政策与企业的流收益、研发的到达速度、
政府的耐心程度和研发的社会效益等参数之间的关系，并比较了对称信息与
不对称信息下的政策差异。相比于对称信息的情境，政府、“坏企业”和 “好
企业”均无法从不对称信息中获益。这说明政府与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加强沟
通协作、增强信息透明度以避免不对称信息从而增进所有参与者的福利。

综上，本文的主要贡献是：首先，我们从概念上区分了事后政府失灵和
事前政府失灵两类政府失灵问题，以及事前优惠和事后优惠两类创新激励政

３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ｂａｎｄｉｔ的建模方法可参见Ｋ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以及 Ｗｅｎｇ（２０１５）。
４ 并非所有补贴都发生在事前，也并非所有税收优惠都发生在事后，例如一些补贴是以取得研发成果
为条件的，此时应将其视为事后优惠。
５ 在有些极端情形下 （比如政府有足够的耐心时），“国有化”是最优政策：政府提供１００％补贴并完
全占有企业研发成功后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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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这些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失灵的不同成因、不同政策在创新激励中
的不同作用，以及如何有效运用这两项政策来减少政府失灵问题。其次，我
们的理论分析也给实际中的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些指导。当只
存在事后政府失灵时，政府应尽量采取事后优惠政策以减少事后政府失灵的
可能。而存在事前政府失灵时，政府可以将较低的事前优惠与较高的事后优
惠 “捆绑”以识别企业的类型，减少由事前政府失灵带来的损失。需要特别
注意的是，事前优惠在组合中的主要作用是与事后优惠配合以区分企业的类
型，因此即使在不对称信息下，事前优惠仍然不宜过高。特别的，当 “坏企
业”的占比过高时，政府甄别企业所减少的信息租金不足以弥补试错成本，
此时政府应放弃区分企业的类型，采取统一适度的事后优惠政策。

（三）文献回顾

本文与如下几方面的文献有紧密联系。首先，本文与政府的创新激励政
策文献密切相关。该文献中有少数几篇文章从理论层面研究了政府如何选择
最优创新激励政策。比如，Ｋｅｕｓｃｈｎｉｇｇ　ａｎｄ　Ｒｉｂｉ（２０１０）分析了企业融资约束
下不同的税收政策 （对利润、企业股权和现金流所课征的税收）对创新型和
非创新型企业的差异化影响。Ｆ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在静态模型中讨论了政府应该
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在对企业的补贴和对Ｒ＆Ｄ竞争赢家的奖金 （类似于本文中
的税收优惠）这两者间进行分配。Ｔａｋａ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ｂ）在一个允许企业进
入退出、金融市场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框架下讨论了政府的最优Ｒ＆Ｄ补贴政
策。但就作者所知，这些文献均假定政府完全知道企业的类型，因此没有涉
及本文讨论的事前政府失灵问题。６此外，这些文献也没有像本文一样，用指
数学习来模型化动态、不确定的创新过程，因此没有很好地刻画事后政府失
灵问题。

研究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影响的实证文章有许多。一部分文献是关于研发
补贴政策的 （Ｄａｖｉ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Ｇａｒｃｉá－Ｑｕｅｖｅｄｏ，２００４；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Ｃｅｒｕｌｌｉ，２０１０；Ｔａｋａｌｏ　ａｎｄ　Ｔｏｉｖａｎｅｎ，２０１３ａ），另一部分考虑税收优惠政
策的影响 （Ｈａｌｌ　ａｎｄ　Ｒｅｅｎｅｎ，２０００，Ｐａｒ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２００７；Ｍｏｈｎ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ｋｓｈｉｎ，２０１０）。与本文的关注点不同，这些文献的目的是评估政府创新激励
政策的影响，比如是否促进了创新，是否挤出了私人在研发上的投入，以及
是否促进了社会福利。大部分文献都发现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有
促进作用。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之上，本文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如何最优地运用
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组合来减少政府失灵问题。

其次，在建模思路上，与本文想法最接近的是风险投资领域的契约设计

６　Ｔａｋａｌｏ　ａｎｄ　Ｔａｎａｙａｍａ（２０１０）是例外。但是该文直接假设了政府可以在支付一定费用后甄别出企业
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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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该文献的重要前提假设是创新型企业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只能
通过不断动态学习来更新企业成功的信念 （Ｋｅｒ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具体而言，
该文献研究了两个不同问题：一是风险投资基金融资契约设计问题 （Ｄａ　Ｒ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二是创业团队激励契约设计问题 （Ｂｏｎａｔｔｉ　ａｎｄ　Ｈöｒｎｅｒ，２０１１；

Ｍａｎｓｏ，２０１１；Ｈａｌａｃ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因为动态学习的存在，上述文献的契约设
计思想与本文讨论的事前、事后激励有一定类似之处，但本文讨论的政府－－企
业问题与上述文献关注的问题也有很大不同：第一，与这些文章考虑的契约
形式不同，本文的政策工具包含且只限于现实世界中通用的补贴和税收优惠
这两种激励政策。补贴政策和风险投资基金对创新型企业的融资虽然都可以
被抽象为事前的激励，但政府对创业成功企业的事后税收优惠政策在上述文
献中并没有很好的对应。这是讨论政府－－企业问题的独特激励工具。第二，本
文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运用补贴和税收优惠这两种政策工具以有效地应对
事前与事后的政府失灵问题。因此与以往文献中假设委托人 （风险投资基金
或企业家）都只注重自身的期望收益不同，本文中的委托人 （政府）还关心
创新的社会收益。由于任期的关系，政府相对于企业家可能更加没有耐心。

为此本文分析了创新的社会效益和政府的耐心程度等因素对最优政策的影响。

最后，本文也借鉴了在不对称信息下讨论政府最优政策制定的文献。该
类文献最早始于 Ｍｉｒｒｌｅｅｓ（１９７１）对最优所得税理论的经典研究。近些年来，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３）、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９）等在讨论产业政策时均指出
激励机制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前者曾提议实施一种 “胡萝卜加大棒”的
一般性策略，对那些接受补贴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惩罚。这与本文对研发
成功率低的 “坏企业”采用的低税收优惠 （大棒）、高研发补贴 （胡萝卜）的
政策组合也是一致的。但不同于上述文献仅仅只考虑信息不对称问题，本文
同时引入了因为研发结果不确定性导致的信息不完全问题。这也契合创新型
企业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特征 （Ｋｅｒ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二、模　　型

（一）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了一个无穷期模型，时间ｔ∈ ［０，＋∞）是连续的。研发项目
的流成本 （ｆｌｏｗ　ｃｏｓｔ）固定，不妨设为１。创新既有强烈的正外部性，也会给
创新成功企业带来高额垄断利润。因此我们假定研发项目成功之前项目的回
报都为０，成功后每期可以为企业产生ｖ＞０的确定性流收益 （ｆｌｏｗ　ｐａｙｏｆｆ），

为社会产生ｕ的流社会效益。我们采用文献中常用的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ｂａｎｄｉｔ模型
化企业的研发与学习过程，即假设经济中有两类研发项目：“优质项目”与
“劣质项目”。劣质项目永远不会成功，优质项目研发成功所需的时间服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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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率为λ的指数分布，其期望的研发耗时为１／λ。
假设政府和企业都是风险中性的。政府的贴现率为δ， 目标是最大化净

财政收入与创新社会效益之和。假定项目在时间ｔ研发成功，那么政府的效用
可以写为：

Ｕ＝ －∫
ｔ

０
δｅ－δｓｂ（ ）ｄｓ＋∫

∞

ｔ
（δｅ－δｓτｖ）ｄｓ｛ }＋∫

∞

ｔ
δｅ－δｓｕｄｓ，

其中第一项表示了政府的净财政收入，包含了研发成功之前的补贴支出和研
发成功之后的税收收入。第二项表示了创新带来的社会效益。

政府的政策包括对研发投入的补贴率ｂ∈ ０，１［ ］和对企业所得的税率或
补贴τ∈ （－∞，１）（简称税率）。τ为负代表政府按所得为研发成功企业进一
步提供补贴。７我们假定政府能够在初始时刻承诺其后续实施的政策。８

（二）企业问题

企业的贴现率为ｒ， 目标是最大化净贴现期望收益。给定政策，企业研
发阶段的净流成本为１－ｂ， 成功后的净流收益为 １－τ）ｖ（ 。 企业的问题是在
给定政策下选择最优的研发停止时间 （简称研发停时）。设ｓｔ ∈ ｛０，１}为ｔ
时刻企业在研发 （ｓｔ＝１）与不研发 （ｓｔ＝０）之间的选择。若企业选择研发，则
可通过研发结果更新信念。设企业在ｔ时刻关于研发项目为优质研发项目的信
念或先验概率为Ｐｔ ∈ （０，１）（简称为研发成功率）。Ｐｔ 会随研发的进展不断
更新。只有当企业研发成功时Ｐｔ＝１， 从此企业不再需要研发投入。企业当
期投入研发且没有成功时，便会下调研发成功的后验概率，事后信念的更新
满足：

ｄＰｔ＝－（１－Ｐｔ）Ｐｔλｓｔｄｔ. （１）
企业在ｔ时刻的净流收益是ｓｔ与Ｐｔ的函数，不妨设其为ｆｓｔ（Ｐｔ）。 显然，

Ｐｔ＝１时企业不需要研发投入也能获得收益，即ｆ０（１）＝（１－τ）ｖ。Ｐｔ ≠１
时，如果企业不研发则净流收益ｆ０（Ｐｔ）＝０， 同时也失去了未来研发成功获
得收益的可能性；如果企业研发则净流收益ｆ１（Ｐｔ）＝ｂ－１≤０， 但未来可能

研发成功并获得正的收益。这样，给定初始信念Ｐ�０＝Ｐ， 企业的问题是选择
一个最优策略 ｓｔ｛ }ｔ≥０ 以最大化：

Ｅ∫
＋∞

０
ｒｅ－ｒｔ　ｆｓｔ（Ｐ�ｔ）ｄｔ｜Ｐ�０＝Ｐ［ ］， （２）

其中，Ｅ 为期望算子。我们用Ｐ�ｔ 强调信念是一个随机变量，它以一定的概率
发生跳跃，在尚未成功时则根据式 （１）变化。式 （２）是序列形式的，它所

７ 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新能源汽车，例如 《关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
知》指出：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在销售新能源汽车产品时按照扣减补助后的价格与消费者进行结算，
中央财政按程序将企业垫付的补助资金再拨付给生产企业。
８ 在现实中，政府对其政策有一定承诺能力，起码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朝令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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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的特征使我们可将Ｐｔ作为状态变量，用值函数Ｖ（Ｐ）表示Ｐ０＝Ｐ时企
业的最大净期望收益。当最优策略满足ｓ＝０时，显然可得Ｖ　Ｐ（ ）＝０；如果ｓ＝
１，Ｖ（Ｐ）满足下述微分方程：

ｒＶ　Ｐ（ ）＝－ｒ　１－ｂ（ ）＋λＰ　１－τ（ ）ｖ－Ｖ　Ｐ（ ）［ ］＋Ｐ
·

Ｖ′（Ｐ）. （３）
式 （３）左侧是投资人的机会成本，它应等于投资人持有项目的期望收益，

即等式右侧各项之和。ｒ１－ｂ）是项目持续期间企业每期的支出。λＰ［（１－τ）ｖ－
Ｖ（Ｐ）］代表了研发的期望收益，其中λＰ 是成功的瞬时概率，［（１－τ）ｖ－

Ｖ（Ｐ）］是成功的净收益。Ｐ
·

Ｖ′（Ｐ）是信念变化引起的企业未来价值的变化，其

中Ｐ
·

＝－（１－Ｐ）Ｐλ。

接下来求解企业的最优停时。直观来讲，事后信念足够高时企业会选择

继续研发，直至到达某一临界信念，ＰＴ 。又由于研发过程中后验概率

Ｐｔ ∈ （０，１）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一旦某一时刻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研发，

它就永远不会再研发。

根据以往的研究，临界信念ＰＴ 满足临界条件Ｖ（ＰＴ）＝０与平滑条件

Ｖ′（ＰＴ）＝０。９将这两项条件代入式 （３）可得：

ＰＴ ＝
ｒ（１－ｂ）
λｖ（１－τ）

. （４）

亦即，对于ｔ∈ ｛ｔ｜Ｐｔ ≥ＰＴ}，ｓｔ＝１， 否则ｓｔ＝０。 进一步地，结合

式 （４）与式 （１）可得最优停时Ｔ＊ 满足：

１－Ｐ
Ｐ

ｒ
λｘ－ｒ＝

ｅ－λＴ， （５）

其中，

ｘ≡
（１－τ）ｖ／（１－ｂ）ｂ≠１

＋∞　　　　　 ｂ＝１
■
■
■

， （６）

被称为 （流）收益率。由式 （５）可知截止研发时刻取决于ｘ的大小，且Ｔ＝
Ｔ（ｘ）：Ｒ＋ ↦Ｒ 随收益率ｘ的提高而提高。从ｘ的定义式 （６）可以看到，税

收激励和补贴激励对企业研发时间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政府可以通过

不同的税收优惠与补贴组合实现同一停时Ｔ。 通过提高税收优惠，政府可以
减少为实现这一停时所需提供的补贴。值得注意的是ＰＴ 与初始时刻的信念Ｐ
无关，且ｘ＜ｒ／λ（Ｐ）时，初始信念Ｐ 低于临界信念ＰＴ， 企业在初始时刻放

弃研发，这与ｘ＝ｒ／λ（Ｐ）时（Ｔ＝０）的结果一致。因此，我们可以只考虑ｘ≥
ｒ／λ（Ｐ）的那些政策组合，也即企业的截止研发时刻Ｔ ≥０的情形。用待定系
数法猜解微分方程式 （３）可得企业选择研发期望收益为：

９ 这两个边界是最优停时文献的基本结论。详细推导和解释可参见Ｐｅｓｋｉｒ　ａｎｄ　Ｓｈｉｒｙａｅｖ（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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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Ｐ）＝－（１－ｂ）＋λ
（ｘ＋１）
λ＋ｒ

（１－ｂ）Ｐ＋（１－ｂ）ｙ（ｘ）（１－Ｐ）
１－Ｐ
Ｐ（ ）ｒ／λ，

（７）

ｙ（ｘ）≡ １－ｒ（１＋１／ｘ）／（λ＋ｒ）］／［（１－ｒ／λｘ）λｘ／ｒ－１（ ）ｒ／λ［ ］. （８）

式 （７）中前两项之和代表研发的净期望收益，最后一项是 “放弃研发”
这一选择权的价值。其中，１－Ｐ）／Ｐ（ 为成败概率比，ｒ／λ是利率与研发到达
率的比率，其刻画了研发的时间成本。当企业足够乐观时最后一项为正数，
此时ｙ（ｘ）＞０，Ｖ（Ｐ）为凸函数。

三、模 型 分 析

基于第二部分对企业最优决策问题的分析，以下我们要在对称信息和不
对称信息两个不同问题中考虑政府最优税率与补贴率的设计问题。为了便于
读者明确本文的一些主要概念，我们提供下列表格作为参考：

表１　关键概念

概念名称 释义

企业异质性
企业在研发成功的概率上有异质性：定义研发成功率高的企业为 “好企业”，研发

成功率低的企业为 “坏企业”

信息不对称 政府不清楚特定企业的类型，但是知道企业类型的分布

信息不完全
由于研发成果具有不确定性，研发前任何类型的企业和政府都不能够确定研发的

成果

事前政府失灵
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没有办法区分 “好企业”和 “坏企业”，由此导致产业政策

没有效率

事后政府失灵
由于研发具有不确定性，只有研发后才能明确成果，因此存在产业政策失败的风

险，导致产业政策的效率下降

事前优惠 根据研发结束前的变量，例如研发投入给予的优惠

事后优惠 根据研发成功以后的变量，例如企业利润给予的优惠

（一）对称信息问题

由于创新的不确定性，政府和企业均无法事先确定研发项目的类型。但

是，在对称信息的问题中，我们假设政府同企业一样了解项目为优质项目的

先验概率Ｐ （简称为研发成功概率）。对称信息下的政府问题是调节τ与ｂ来
最大化期望效用，其问题可进一步理解为： （１）企业决定最优的研发停时；

（２）给定企业决策，政府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政策组合。给定信念和政策，政

府的期望效用可写作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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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τ，ｂ）≡Ｐ －∫
Ｔ（ｘ）

０
λｅ－λｔ∫

ｔ

０
（δｅ－δｓｂ）ｄｓ［ ］ｄｔ＋∫

Ｔ（ｘ）

０
λｅ－λｔ｛

×∫
∞

ｔ
δｅ－δｓ（ｕ＋τｖ）ｄｓ［ ］ｄｔ}－（１－Ｐ）∫

Ｔ（ｘ）

０
δｅ－δｓ　ｂｄｓ，

（９）

其中Ｔ（ｘ）为企业的最优研发停时，收益率ｘ为政策变量τ与ｂ的函数。若

项目为优质项目，政府的期望支出为式 （９）右侧大括号中的第一部分，期望

收入为大括号中第二部分。若项目为劣质项目，则其期望支出为大括号外的

积分部分，而期望收益则为零。这三部分分别乘以各自发生的概率并加总就

是政府的净期望效用。

从目标函数式 （９）可以看出政府税率和补贴率的选择对自身期望效用有

两方面影响。一方面，税率和补贴率直接影响其财政支出与收入，称这部分

为收入效应；另一方面，税率和补贴率会通过改变企业的研发时间，间接影

响政府的效用，称这部分为时间效应。

在本部分以下分析中，我们对参数做如下假设：

假设１　 ｕ＋ｖ（ ）Ｐ ＞ｒ／λ。

在假设１下，政府可以通过支持企业研发获得大于零的期望效用。１０为了

求解最优的税率与补贴率，我们首先根据式 （５）定义创新在Ｔ 时刻以前没有

到来的概率Ｇ（ｘ）为：

Ｇ（ｘ）≡
１－Ｐ
Ｐ

ｒ
λｘ－ｒ＝

ｅ－λＴ， （１０）

其中Ｇ（ｘ）随Ｐ 、λ与ｘ的提高而降低，随ｒ的提高而上升。另外，在假设１
下Ｇ（ｘ）≤１。 利用这一定义，政府的目标函数可改写为：

Ｕ
�
（Ｐ；ｘ，ｂ）≡Ｐ

λ
δ＋λ

１－Ｇ
δ＋λ
λ ｘ（）［ ］ｕ＋ｖ－ １－ｂ（ ）ｘ＋ｂ（ ）－ １－Ｇ　ｘ（）［ ］ｂ｛ }

－（１－Ｐ）１－Ｇ
δ
λ（ｘ）［ ］ｂ. （１１）

政府调节τ与ｂ的问题等价于选择政策组合 （ｘ，ｂ）以最大化Ｕ
�
（Ｐ；ｘ，

ｂ）。 求解这一问题可得：

命题１ （最优政策组合）１１　假设１下，对称信息下最优的创新激励政策

满足如下性质：

ａ．最优的补贴率或者等于０或者等于１。

ｂ．最优的补贴率为１，当且仅当最优的税率趋于１。

１０ 考虑ｂ＝０，τ＝１－ｒ／（λＰｖ）－ε的政策组合。显然，存在ε＞０，使得ｖ　１－τ（ ）Ｐ＞ｒ／λ且τｖ＋ｕ＝
ｖ（１－ε）＋ｕ－ｒ／（λＰ）＞０。 此时政府的期望收益大于零，因此最优政策下企业的停时Ｔ（ｘ）＞０。
１１ 因篇幅所限，本文中命题１至命题４的具体证明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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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δ趋于０时最优的补贴率为１；δ趋于＋∞时，最优的补贴率为０。

在此给出上述命题的直观解释。首先，Ｕ
�
（Ｐ；ｘ，ｂ）是补贴率ｂ的线性函

数。所以在第一步给定ｘ 选择ｂ最大化目标时得到的最优解一定是边角解。

该命题说明，政府的最优补贴率等于０或１。

命题１ｂ中 “补贴率为１，税率趋于１”的情况可以理解为政府将企业

“国有化”，即对于特别优质的企业，政府完全负担其研发成本，且企业研发

成功后的全部利润属于政府。但是如果企业不是特别优质的话，补贴激励相

比于税收激励具有明显的劣势。这是因为补贴激励要求政府在研发阶段就真

金白银地付出给企业输血。研发本身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这样的投资可能会打

水漂，导致事后政府失灵。同时，因为时间偏好的关系，早期的支出对政府

而言更加昂贵。而税收优惠是企业研发成功后对企业的奖励，从而避免了上

述问题。综上，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对称信息的情形下，如果政府不把

企业国有化的话，政府的最优激励政策是不给予任何补贴，只通过税率调节

企业的研发时间，从而避免事后政府失灵。

命题１ｃ进一步说明，政府是否决定国有化企业与政府的贴现率有很大关

系。对于足够耐心的政府 （δ趋于０）而言，它总是选择国有化企业。对于极

度缺乏耐心的政府 （δ趋于正无穷）而言，它不会国有化任何企业。相比于现

在就要付出的补贴，这一政府更愿意以未来的减税延长研发时间。

由于命题１说明最优补贴率可由０或者１覆盖，且最优补贴率等于１时最

优税率趋于１。因此，接下来我们只需分析ｂ＝０时的最优税率。此时政府问题

的一阶条件为ｈ（ｋ（τ，ｖ），ｕ，ｖ，Ｐ，λ，δ）＝０， 其中ｈ（ｋ（τ，ｖ），ｕ，ｖ，

Ｐ，λ，δ）为：

ｈ（ｋ（τ，ｖ），ｕ，ｖ，Ｐ，λ，δ）≡
Ｐλｖ
δ＋λ（１－Ｇ

δ＋λ
λ （ｋ））［ ］

－ －ｖＰ　Ｇ
δ
λ（ｋ）Ｇ′（ｋ）（ｕ＋ｖ－ｋ）［ ］.（１２）

式 （１２）右端第一个中括号中的部分为收入效应：税率的提高，通过提

高企业每单位税前利润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而提高政府期望效用。右端

第二个中括号中的部分为时间效应：提高税率通过缩短研发时间降低政府的期

望效用。另由Ｇ（ｋ）≤１，Ｇ′（ｋ）＜０，Ｇ″ｋ（）＞０等性质易得∂ｈ／∂τ＜０， 即目

标函数严格凹。因此，一阶条件确定了问题的唯一解。根据式 （１２）运用隐

函数定理可得以下命题：

命题２　假设１成立且补贴率为０时，最优税率随Ｐ 的提高而提高，随ｕ
的提高而下降；最优税收ｔ＝τｖ随ｖ的增长单调递增。

命题２说明对称信息下研发成功率越低，社会效益越高的企业其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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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率越低。τ与ｕ的关系是直观的：ｕ越高，政府的净期望效用越高，因此
政府会降低税率推迟企业的停时。τ与Ｐ 的关系则并不那么显然。一方面，Ｐ
提高会直接产生时间效应与收入效应，但是由式 （１２）可见最优时这两部分
作用应相互抵消。另一方面，Ｐ还会通过影响Ｇ产生间接的时间效应和收入效
应。此时产生的收入效应大于时间效应，这与提高税率的结果正好相反。为
保证ｈ＝０， 最优的税率必随先验概率Ｐ 的提高而提高。

ｖ与最优税率的关系，同样取决于其对收入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影响。因此

ｖ与最优税率的关系不是单调的。但是，ｖ与税负的关系则满足上述单调关系。
该单调关系说明企业的流收益越高需要缴纳的税收就越多，而这与企业的社
会效益无直接关系。δ、λ与τ之间同样存在类似的关系。在本文的第四部分，
我们将通过数值模拟观察具体情况。

（二）不对称信息问题

在本节中，我们假设有一单位的企业，其中有μＳ 的 “好企业”与μＲ ＝
１－μＳ 的 “坏企业”。“好企业”的项目的研发成功率为ＰＳ， “坏企业”的项
目的研发成功率为ＰＲ。 其中，ＰＳ ＞ＰＲ。 成功的先验概率为企业的私有信
息，政府只知道企业的分布，即μＳ 与μＲ。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知道在对
称信息的环境下政府要么将企业国有化 （ｂ＝１，τ→１）；要么不补贴（ｂ＝０，

τ＜１），并且为研发成功率较低的项目提供更高的税收优惠。后者在不对称
信息下能否实施？显然，所有企业会宣称自身的研发成功率较低，以获得较
高的税收优惠。可见，要区分企业的类型只采用税收优惠是不行的。

在不对称信息问题中，税收激励与补贴激励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时间
效应与收入效应外，还可用于甄别企业的类型。我们假定政府可以提供一些
补贴率与税率的组合供企业选择。此时，企业选择的政策组合可能与其自身
的类型有关。不妨设企业选择的税率与补贴率为类型的函数，定义为τｉ 、

ｂｉ，ｉ∈ ｛Ｒ，Ｓ}。 进一步地，设相应的收益率为ｘｉ＝（１－τｉ）ｖ／（１－ｂｉ）。

对应于对称信息下的假设１，我们做如下假设：

假设２　 ｕ＋ｖ（ ）Ｐｉ ＞ｒ／λ，ｉ∈ ｛Ｒ，Ｓ}。

假设２下政府不应使所有企业都在初始时刻就放弃研发。在不对称信息
下，企业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政府指定的税率与补贴率，而是从政府提供的政
策组合中挑选最大化自身净期望收益的一个。企业在初始时刻决定研发，其
净期望收益可表示为：

　　　Ｖ（Ｐｉ；τ，ｂ）≡－（１－ｂ）＋
λ（ｘ＋１）
λ＋ｒ

Ｐｉ（１－ｂ）

＋（１－ｂ）ｙ（ｘ）（１－Ｐｉ）
１－Ｐｉ
Ｐｉ（ ）ｒ／λ，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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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τ∈ ｛τＳ，τＲ}，ｂ∈ ｛ｂＳ，ｂＲ}。Ｖ 满足∂Ｖ／∂ｂ＞０，∂Ｖ／∂τ＜０，

∂Ｖ／∂Ｐ ＞０等性质。我们首先分析效用函数Ｖ 的单交叉性质。当效用函数满

足单交叉性质时，政府可以通过差异化的政策识别企业的类型。定义税率与

补贴率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为ｓ（Ｐ；τ，ｂ）≡－（∂Ｖ／∂τ）／（∂Ｖ／∂ｂ）。 可以证明

假设２成立且Ａ≡Ｐ２（λ２－λ）－Ｐ（λ２－λ）－λｒ－ｒ２＞０时，函数Ｖ满足单交

叉性质，即∂ｓ（Ｐ；τ，ｂ）／∂Ｐ ＞０。１２

当λ和ｒ较小时，Ａ＞０在合理的参数范围内基本成立。例如λ＝０．８，ｒ＝
０．０４时，Ａ＞０⇔Ｐ＜０．７；λ＝０．５，ｒ＝０．０４时，Ａ＞０⇔Ｐ＜０．９。需要说明

的是，Ａ ＞０只是∂ｓ／∂Ｐ＞０在全局成立的充分条件，∂ｓ／∂Ｐ＞０的充要条件

要严格弱于此，且下面代理人单调性原理的成立只需要∂ｓ／∂Ｐ ＞０在局部成

立。因此，不妨假设：

假设３　对于 ∀（τ，ｂ）∈｛（τ，ｂ）｜ｘ∈（ｒ／λＰ，＋∞），τ∈（０，１），ｂ∈
［０，１］}， 有ｓ（ＰＳ；τ，ｂ）＞ｓ（ＰＲ；τ，ｂ）。

在上述假设下不难得到可行政策须满足一些单调性质：

命题３ （可行政策的单调性质）１３　假设２与假设３成立时，可行政策有如

下性质：

ａ．对于任意可行的政策组合，τｉ＞τ－ｉ当且仅当ｂｉ＞ｂ－ｉ ，τｉ＝τ－ｉ当且仅

当ｂｉ＝ｂ－ｉ ；

ｂ．对于任意可行的政策组合，由 Ｐｉ ＞ Ｐ－ｉ 可得Ｖ（Ｐｉ；τｉ，ｂｉ）≥
Ｖ（Ｐ－ｉ；τ－ｉ，ｂ－ｉ）；

ｃ．ｂＳ ≤ｂＲ 且τＳ ≤τＲ 总成立，即 “好企业”的税率与补贴率均不高于

“坏企业”的税率与补贴率。

命题３ａ说明最优的激励政策应该是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否则企业将涌向

高补贴低税率的政策组合。若实际问题中存在信息不对称，而政府不以这种

方式甄别企业，则将导致大量事前政府失灵。命题３ｂ说明在可行的政策下
“好企业”获得的净期望收益必不低于 “坏企业”。这一点是显然的，因为
“好企业”和 “坏企业”选择同样的政策组合时， “好企业”的净期望收益高

于 “坏企业”。命题３ｃ由引理２１３可得。“好企业”更有可能研发成功，因此更

在乎未来的优惠政策。相对的，“坏企业”不惜承担高税负也要争取补贴。根

据这样的差异，政府能够设计契约，筛选出 “好企业”，淘汰部分 “坏企业”。

给定一组可行政策 τｉ，ｂｉ（ ）以及研发成功率Ｐｉ， 政府从ｉ类企业获得的

净期望效用为：

１２ 参见引理１，因篇幅所限略去，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１３ 因篇幅所限，引理２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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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ｉ；τｉ，ｂｉ）≡Ｐｉ｛
λ

δ＋λ
［１－Ｇ

δ＋λ
λ ｘｉ（ ）］ｕ＋ｖ－ １－ｂｉ（ ）ｘｉ＋ｂｉ（ ）

－ １－Ｇ　ｘｉ（ ）［ ］ｂｉ}－（１－Ｐｉ）［１－Ｇ
δ
λ（ｘｉ）］ｂｉ. （１４）

设 （τｃｉ，ｂｃｉ）为对称信息下的最优政策，对应收益率为ｘｃｉ。 分别定义不对

称信息和对称信息下ｉ类企业模仿另一类企业 （－ｉ）所能得到的净期望收

益为：

Ｖ（Ｐ－ｉ｜Ｐｉ）≡－（１－ｂ－ｉ）＋
λ（ｘ－ｉ＋１）
λ＋ｒ

Ｐｉ（１－ｂ－ｉ）

＋（１－ｂ－ｉ）ｙ（ｘ－ｉ）（１－Ｐｉ）
１－Ｐｉ
Ｐｉ（ ）ｒ／λ， （１５）

Ｖｃ（Ｐ－ｉ｜Ｐｉ）≡－（１－ｂｃ－ｉ）＋
λ（ｘｃ－ｉ＋１）
λ＋ｒ

Ｐｉ（１－ｂｃ－ｉ）

＋（１－ｂｃ－ｉ）ｙ（ｘｃ－ｉ）（１－Ｐｉ）
１－Ｐｉ
Ｐｉ（ ）ｒ／λ. （１６）

则不对称信息下政府的问题为：

　　　 ｍａｘ
τｉ，ｂｉ｜ｉ∈｛Ｒ，Ｓ}｛ }

Ｍ ＝Σｉ∈｛Ｒ，Ｓ}
Ｕ（Ｐｉ；τｉ，ｂｉ）μｉ， （１７）

ｓ．ｔ．Ｖ（Ｐｉ｜Ｐｉ）≥Ｖ（Ｐ－ｉ｜Ｐｉ），∀ｉ，－ｉ∈ ｛Ｒ，Ｓ}， （１８）

Ｖ（Ｐｉ；τｉ，ｂｉ）≥０，∀ｉ∈ ｛Ｒ，Ｓ}， （１９）

０≤ｂｉ ≤１，∀ｉ∈ ｛Ｒ，Ｓ}， （２０）

其中式 （１８）为激励相容约束，式 （１９）为理性约束。为此需先分析激励相

容约束的松紧性质以简化问题。按激励相容约束在最优政策下的松紧性质，

政府的问题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１）Ｖ（Ｐｉ｜Ｐｉ）＝Ｖ（Ｐ－ｉ｜Ｐｉ），∀ｉ，－ｉ∈ ｛Ｒ，Ｓ}；

（２）Ｖ（Ｐｉ｜Ｐｉ）＞Ｖ（Ｐ－ｉ｜Ｐｉ），∀ｉ，－ｉ∈ ｛Ｒ，Ｓ}；

（３）Ｖ（Ｐｉ｜Ｐｉ）＞Ｖ（Ｐ－ｉ｜Ｐｉ），Ｖ（Ｐ－ｉ｜Ｐ－ｉ）＝Ｖ（Ｐｉ｜Ｐ－ｉ），ｉ＝Ｒ 或

ｉ＝Ｓ。 　
第一种情况下两条激励相容约束都紧，代表它们都起到实质性的约束作

用。第二种情况下两条约束条件均松弛。第三种情况则是说有一条激励相容

约束为紧，另一条松弛，即起到实际约束作用的只有一条激励相容约束。在

命题４的证明中我们详细讨论了三种情况，并在合理的假设 （假设４）下证明

了命题４：

命题４ （不对称信息下的最优政策组合）若本文上述假设成立且Ｕ 为凹

函数，不对称信息下的最优政策有三种可能的情形：

ａ．ｂＳ＝ｂＲ ＝０，τｃＲ ＜τＲ ＝τＳ ＜τｃＳ ；

ｂ．ｂＲ ＞ｂＳ＝０，τＲ ＞τＳ，τＲ ＞τｃ（ｂＲ），τＳ ＜τｃ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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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ｂＲ ≥ｂＳ ＞０，τＲ ≥τＳ，τＲ ≥τｃ（ｂＲ），τＳ ≥τｃ（ｂＳ）。其中，τｃ（ｂＳ）和

τｃ（ｂＲ）分别表示对称信息下给定ｂ＝ｂＳ 和ｂ＝ｂＲ 时项目的最优税率。

命题４ａ说明，当甄别成本很高时，政府应放弃差异化的政策。此时补贴

率仍然为零，最优税率处于对称信息下Ｐ＝ＰＳ 和Ｐ＝ＰＲ 时的最优税率之间。

在其他情况下，命题４ｂ与４ｃ说明补贴率可能大于零。虽然甄别政策减少了

事前的政府失灵，政策中的补贴可能导致事后的政府失灵。命题４ｃ还显示，

不对称信息下 “坏企业”的税率不低于给定补贴率下对称信息下的最优税率，

“好企业”则正相反。直观来讲，当对称信息下最优的补贴率为零时，在边际

上增加补贴会使政府的净期望效用不变或减少，而提高税率在边际上对政府

净期望效用的影响为零。因此，离开对称信息后，为了甄别出 “好企业”，政

府会优先选择提高 “坏企业”的税率和降低 “好企业”的税率，然后再考虑

调整补贴。

对比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下的优化问题，可以更好地解释最优补贴。

不难发现，对称信息下ｘ给定时，政府的净期望效用与补贴率之间的数量关

系是线性的。换句话说，此时的优化问题是一个线性规划问题，因此最优补

贴率在边界上取得。在不对称信息下，政府的优化问题还受到非线性的激励

相容约束，最优的补贴率自然可能出现在内点。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不对称信息下有可能会出现我国现行的补贴加税收优

惠这样的创新激励政策。但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中，政府往往采用统一的创新

激励政策，很少采用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差别激励政策。政府通常以审查监督

的方式确定企业的类型，给予优惠政策。例如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规定企业必须通过申请、专家评审、审查认定、监督管理等流程获得创新

型企业的资质认证才能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审查监督和激励机制都是揭露

企业真实类型的方法，但是单独依靠一项方法可能不是最有效的。市场上也

出现了专门帮助企业通过 “创新型企业认定”的服务，其中不排除存在通过

虚假信息及俘获等方式恶意获取政策租的可能。因此，为了更好地防止事前

的政府失灵，政府未来可以考虑使用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差别激励政策来对企

业进行甄别。

本文基准模型为了方便分析，对企业的研发行为做了简化假设。补充附

录１４中讨论了内生研发成功率、创新型企业外生失败概率和优质项目的失败外

部性等三个拓展。这些拓展并不会本质改变最优政策的性质。

１４ 因篇幅所限附录从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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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 值 模 拟

第四部分析了不对称信息和对称信息下最优政策的性质。但不对称信息

部分的分析在数学上比较复杂，从理论上无法给出诸如对称信息下最优补贴

是０或１这么明确的结论。因此本部分通过数值模拟进一步观察不对称信息

下最优政策与各参数的关系，特别是与企业的流收益、研发的到达速度、政

府的耐心程度、研发的社会效益等参数的关系。同时我们还比较对称信息和

不对称信息下最优政策的差异。我们在数值模拟的参数选取时尽量保证参数

的范围足够宽以包含各种可能的情况，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现全貌。在此基础

上，我们考虑了大量的数值模拟，保证了模拟的结果不取决于某些特定的参

数取值。

下文图表中Ｒ与Ｓ分别表示研发成功率低的 “坏企业”与成功率高的 “好

企业”。为了方便比较，我们设定对称信息与不对称信息下同类企业的研发成功

率完全相同。表中的 “＼”均表示在给定的参数下，政府的最优决策是令企业

放弃研发。由于篇幅限制，正文仅展示最优政策与流收益ｖ的关系 （表２）。

表２　不同流收益下的最优政策

ｖ
对称信息

ｂＲ τＲ ｂＳ τＳ

不对称信息

μＲ ＝０．９ μＲ ＝０．５ μＲ ＝０．３

ｂＲ τＲ ｂＳ τＳ ｂＲ τＲ ｂＳ τＳ ｂＲ τＲ ｂＳ τＳ

０．１ ＼ ＼ ＼ ＼ ＼ ＼ ＼ ＼ ＼ ＼ ＼ ＼ ＼ ＼ ＼ ＼

０．２ ＼ ＼ ０　 ０．２６ ＼ ＼ ＼ ＼ ＼ ＼ ＼ ＼ ＼ ＼ ＼ ＼

０．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０．３６　０．５４　 ０　 ０．３７　０．４４　０．５９　 ０　 ０．３８

０．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５　０．３７　０．６５　 ０　 ０．５１　０．４９　０．７１　 ０　 ０．５４

０．５　 ０　 ０．４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３　０．２１　０．６１　 ０　 ０．５５　０．４４　０．７３　 ０　 ０．６０

０．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６７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９　０．１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８　０．４１　０．７５　 ０　 ０．６５

０．７　 ０　 ０．５２　 ０　 ０．７０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４　０．０２　０．６２　 ０　 ０．６１　０．３９　０．７７　 ０　 ０．６８

０．８　 ０　 ０．５６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４　０．３８　０．７８　 ０　 ０．７１

０．９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５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７　０．３８　０．８０　 ０　 ０．７３

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７７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９　０．３９　０．８１　 ０　 ０．７５

　　 注：λ＝０．３，ｕ＝０，ｒ＝０．０３，δ＝０．１，ＰＳ ＝０．８，ＰＲ ＝０．５。

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表２给出了不同 “坏企业”占比 （μＲ）下的三组结
果。在企业利润很低时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放弃研发。特别的，相比于对称信
息下的情况，不对称信息下政府更有可能放弃企业。随着企业利润的提高，
无论是对称信息还是不对称信息下，最优的税率逐渐提高。这与命题２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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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一致的。相比于对称信息零补贴的政策，不对称信息下只有μＲ ＝０．９时
最优补贴不随利润变化并维持在零。也就是说，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 （企
业的类型较为明确）时，不对称信息下的最优补贴政策与对称信息下的政策
一样统一为零，仅仅在税收政策上存在差异。而当μＲ ＝０．５或０．３时，也即
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时，最优补贴政策也不一样了。

图１给出了μＲ ＝０．５情形下的最优税率如何随流收益ｖ而变化。对比对
称信息与不对称信息下企业的税率可见，对称信息下 “坏企业”的税率不高
于 “好企业”的税率。这与不对称信息下的情况正好相反。这验证了命题３ａ
中 “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激励政策。

图１　最优税率随流收益ｖ的变化 （μＲ ＝０．５）

需要强调的是，从我们模拟的数据来看，无论 “坏企业”还是 “好企业”

都没有从私有信息中获益。这一点直观地体现在了图２中：

图２　从对称信息到不对称信息企业净期望收益的变化 （μＳ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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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若政府知晓企业的真实类型，政府也能从中受益，这在图３中得

到了体现 （Ｍ 和ＭＣ 表示不对称信息和对称信息下政府的净期望收益）。从社

会的角度来看，企业陷入了一个 “囚徒困境”，每个企业均采取自利的理性行
为，最终却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

补充附录考察了最优政策与研发的到达速度、政府的耐心程度、研发的
社会效益等参数的关系，结论与理论分析完全一致，而且均发现信息不对称
降低了政府和所有企业的期望收益。

图３　从对称信息到不对称信息政府净期望收益的变化 （μＳ ＝０．５）

五、总　　结

本文从概念上区分了事后政府失灵和事前政府失灵两类政府失灵问题，

以及事前优惠和事后优惠两类创新激励政策。在同时存在事前的和事后的政
府失灵情形下，研究了政府如何设计最优的事前优惠和事后优惠组合以减少
政府失灵。具体的，本文考虑了研发补贴和所得税税收优惠两项政策。我们
发现：（１）对称信息下补贴通常是不必要的，政府可以通过事后优惠激励企
业创新，从而避免事后政府失灵带来的损失，且最优税率随项目研发成功率
的提高而提高。政府在企业收益足够高时决定 “国有化企业”，即承担企业所
有的研发费用并拥有其未来所有的收益。 （２）不对称信息下政府可以将较低
的事前优惠与较高的事后优惠 “捆绑”来识别企业的类型，减少由事前政府
失灵带来的损失。此时，研发成功率较高的 “好企业”更有意愿选择较低的
事前优惠以换取较高的事后优惠。这一点在未来可以通过实证检验加以验证。
（３）事前优惠在组合中的主要作用是与事后优惠配合以区分企业的类型，因
此即使在不对称信息下，事前优惠仍然不宜过高，或者说政府不应过多倚重
事前优惠来刺激创新。（４）特别的，政府并不总需要实施差异化的激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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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由甄别带来的收益不足以弥补信息成本时，政府的最优策略是提供唯一的

政策组合，且此时补贴为０，政府只需要提供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５）在数

值模拟部分我们全面地研究了最优政策与流收益、研发所需的期望时间、项

目的社会效益以及政府的耐心程度等参数之间的关系，并比较了对称信息与

不对称信息下的政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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